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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嬗变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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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关系进入“低位震荡、摩擦频仍”

新阶段。印度逐渐放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在“多向结盟”基础上联美制

华态势日益明显。印度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冒险性突出，对华合作的政

治意愿及内在动力均呈递减。鉴于中印关系内涵与外延、内在动力与外

部环境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应尽早适应摩擦增多、合作递减的双边

关系新常态，拓展友好合作与敌意对抗两端之间的战略模糊空间，共同

探索新阶段两国相处之道：重温初心，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

同演进，在和平竞赛中实现战略稳定；务实合作，绑牢经贸投资利益纽

带；畅通沟通渠道，防范战略误判与擦枪走火；面向未来，重振文明对

话，积极培育社会联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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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关系遭受 1988 年关系正常化以来

的最严重冲击，长时间陷入“低谷徘徊不前、摩擦此起彼伏”状态。印度对

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及战略环境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值得

注意的是，在美国纠集其少数盟伴对华实施全面打压遏制战略的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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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1]

2019 年莫迪连任总理后，印度的自我战略定位及对国际环境的认知进一

步发生质变。在“看好印度崛起”的心理预期下，全球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

竞相拉拢印度，导致印度大国雄心爆棚，对外主动进取、险中求胜的倾向更

加明显。莫迪政府摒弃了此前“维持现状的保守思维”，转而采取更加积极

大胆的姿态，在全球地缘战略环境剧变中积极推进印度国家利益。一是拓宽

印度国际视野，不再局限于印巴冲突与不结盟视角看待世界，而是“同时有

效地与全球所有主要权力中心打交道”。二是“灵敏预测世界秩序变化，更

好利用新的地缘政治态势结盟”，巩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三是“以

最有效的方式驾驭多重利益”，并将“印度制造”“韧性供应链”等更加引

人关注的经济目标纳入外交政策。[2]

（一）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并将这种思潮渗透到外交实践中

印度独立后保留两种相互竞争、完全对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一在印度

国大党带领印度人民进行独立斗争时期形成，强调建立一个多样性、世俗的、

复合的印度；其二以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亦称“印度教至上主义”

或“印度教特性”）运动为代表，力争建立一个排外的、印度教主导的印度，

“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与善待”。[3]“多元、统

一、世俗化的印度”与“作为印度教国家的印度”两种思潮长期相互激荡，

并与印度国大党、人民党的政党缠斗相互强化，深刻塑造了印度内外政策。

近二十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占据上风，逐渐压制了主张“世俗印度”

的声音。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政党政治已“由民族民粹主义转变为选举

[1]　Eram Agha, “Modi’s Messenger: S Jaishankar as the Voice of India’s Hindu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The Caravan, March 1, 2023.

[2]　See Suha Murty, Sadhguru, eds., Modi@20: Dreams Meet Delivery, New Delhi: Rupa 
Publications India, 2022, 转引自隋雪濛：《拉近梦想与现实：莫迪的新印度叙事》，北京大学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报告《燕南 66 战略务虚》2022 年第 207 期。

[3]　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4-118 页。

印度对华强硬、冒险、对抗政策无疑受到美国遏华政策“激励”，这将导致

未来中印关系的形态和走向更加不可控。一旦印度沦为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延

伸和跳板，中印双边矛盾的结构性将更加突出，两国关系持续“低位震荡、

摩擦频仍”态势恐将难以遏逆。鉴于近年来印度内外政策和中印关系的政治

经济基础已发生不同程度的质变，中国需要立足底线思维和长远视角，重新

发现和认识“新印度”，分析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尤其是 2020 年以来中印关系

的嬗变及走势，找准应对中印关系的着力点，积极引导中印关系健康发展。

一、印度外交战略的调整与转型

2014 年 5 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外交政策发生了重

大调整，用现实主义政治的逻辑取代了尼赫鲁时代外交留下的“政治浪漫主

义”。早在 2013 年，莫迪的一篇演讲就突出阐述了印度人民党国际及战略

思维的核心原则，宣称“印度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要在和平（Shanti）

与权力（Shakti）、让步与坚持、合作与力量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

深深扎根于印度文化，但独立后印度领导人往往在应该敏感时表现得麻木不

仁，在应该强大时表现得薄弱”。[1] 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团队强调，印度应

与合作伙伴扩大接触面，勇于向战略对手划定红线，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

印度利益的实用主义”，极力凸显印度已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形象；

淡化印度外交政策的不结盟色彩，转向“多向结盟”，与全球主要大国灵活

交易。[2]2015 年印度人民党召开全国执委会后，莫迪政府宣称其外交政策遵

循“5S 原则”，即“尊重 (Samman)、对话 (Samvad)、繁荣 (Samriddhi)、

安全 (Suraksha)及文明 (Sabhyata)”，欲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崛起的、强

[1]　Kanti Bajpai, “Modi’s Foreign Policy of Shanti and Shakti,” Seminar, Issue 677, January 
2016, https://www.india-seminar.com/cd8899/cd_frame8899.html.

[2]　Harsh V. Pant, “Out with Non-Alignment, in with a ‘Modi Doctrine’,” The Diplomat, 
November 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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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新印度精英所取代。[1] 世界各地的印度外交官不断输出“莫迪是印度国

家利益的守护者”“莫迪提升印度民族自豪感、软实力”等形象，以便加持

印度人民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中获胜。[2] 换言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

逐渐浸染了印度外交层面的趋势，亦反向塑造了印度国内政治，巩固了莫迪

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权。

与此同时，为修复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烈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排外激

进、敌视国内外穆斯林、与邻国关系麻烦不断等负面形象，莫迪政府借助举

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契机，在国际场合不断宣扬“天下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人人幸福”(Sarve Bhavantu Sukhinah) 等理念，宣称所有

人类和所有生物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鼓励人们超越狭隘的身份认同和偏见，

培养宽容、友爱和合作的心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困、战争等全球性挑战。[3]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一书中，试图通过界

定莫迪总理的政治愿景、经济议程以及印度安全和地缘政治挑战，来协调右

翼的倾向与左翼的期望，并借此推进舆论造势，欲将印度塑造成“负责任的

新兴大国”。[4]

（二）尊奉“考底利耶主义”，奉行“印度优先”和“现实主义政治”

印度人民党政府核心决策层的世界观深受印度古代孔雀王朝哲学家考底

利耶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宣称 , 世上的国家行为

体都彼此防范，时刻备战，权力和成就是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强国应优先

[1]　Eram Agha, “Modi’s Messenger: S Jaishankar as the Voice of India’s Hindu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2]　Nachiket Deuskar, “Why Indian Diplomats are Now Raising Hindutva Issues across the 
World,” Scroll, April 9, 2023.

[3]　“天下一家”系印度教的重要理念，传达了印度教关于整个宇宙的统一性和和谐性

的信念。该理念源自印度最古老的诗歌集《梨俱吠陀》的梵文格言，声称无论来自神界婆罗

门阶层、刹帝利阶层及学者阶层，还是来自商人阶层、劳动者阶层的人类，对终极目标的追

求是一致的。“人人幸福”是梵文中的一句祝语，意为“愿所有的人都能幸福平安”，体现

了梵语文化中的共情和慈悲精神。

[4]　Patrick Mendis, “China’s ‘Blue Dragon’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Makes America and 
India Restless,” National Interest, May 25, 2023.

威权主义”，“行政部门控制关键机构（包括选举委员会）、裙带资本家控

制主流媒体”，[1] 印度教民族主义正是这种政治转变的思想根源。莫迪政府

修建供奉戈瓦尔卡（MS Golwalkar）、海德格瓦（KB Hedgewar）、萨瓦尔卡

（VD Savarkar）等印度教民族主义领袖的圣殿，不断通过“印度教特性”视

角重新书写印度文明史。[2]

莫迪成功连任后愈发强调印度外交的“印度教特性”。印度政府借

高调维护海外印度教徒宗教权利，宣扬“印度教徒国际主义”（Hindu 

internationalism），将“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推向全球。如 2023 年 3 月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印期间，莫迪向其提出澳境内印度教寺庙遭袭、

锡克教分离主义问题，这是印度首次在总理层级向澳大利亚提出有关印度教

的关切。2023 年 5 月莫迪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再度“关切”其境内印侨社区

中心和寺庙遭到破坏以及“反印”“反莫迪”涂鸦等现象。[3] 几乎同时，莫

迪主导修建的印度新议会大厦举行揭幕仪式，大厦内置一幅描绘“大婆罗多

帝国”的构想地图，其地理范围覆盖了当今阿富汗部分地区以及整个巴基斯坦、

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招致了尼、孟、巴三国强烈抗议。[4]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社会的“藏红花化”（Saffronization，在印度藏红花

系印度教的象征）也带来了印度外交精英的内部新循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

英语外交官阶层逐渐被那些沉醉于印度教、印地语和更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豪

[1]　Christophe Jaffrelot, “Why Rahul Gandhi’s Disqualification May Be a Turning Point,” The 
Wire, March 27, 2023.

[2]　Eram Agha, “Modi’s Messenger: S Jaishankar as the Voice of India’s Hindu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3]　Pranay Dutta Roy, “PM Narendra Modi Concludes 3-Day Visit to Australia,” The Quint, 
May 24, 2023.

[4]　“大婆罗多帝国”（Akhand Bharat）系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固守的核心执念之一，

地理范围从阿富汗一直延伸到缅甸，囊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

兰卡和马尔代夫，并将中国西藏地区纳入其中。2022年4月，印度教右翼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领导人帕格瓦特（Mohan Bhagwat）在公开集会上宣称，印度将在 10到 15年内实现“大

婆罗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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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平行的世界秩序”，考验其他国家的应对能力；由于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

相互渗透与技术扩散，中美不会走向两极世界，更可能在技术、商业、金融、

互联互通等方面走向平行的二元性；美国可能已经衰弱，但中国崛起还远未

成熟，这两个进程将共同为印度等中等强国带来更大的辗转空间，中美之间

互动可能会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将呈现一个更加复杂的架构，以不同

程度的竞争、融合和协调为特征；由权力平衡驱动的多极世界并非没有风险，

无约束的竞争往往会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形成螺旋升级，此时集体安全被视为

安全阀，即使并不总是奏效，通过磋商形成的更广泛共识也能成为应对中美

战略竞争的备用计划。[1] 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亦称，印度拒绝接受“少

数国家比他国高人一等的世界秩序”，主张强化集体安全模式，坚信“多向

结盟”政策，通过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 , 讨论和解决所有攸关方的观

点和关切，最终实现共同繁荣。[2]

（四）立足于四重战略定位，寻求“领导型世界大国”的标配与形象

一是自称为“领导型大国”。莫迪政府频频强调要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

塑中追求“全球领导性力量”，主办 G20 峰会让印度“有机会成为全球领导

型国家，在世界剧变时刻发挥全球大国作用，从而成为全球治理和秩序的关

键参与者”。[3] 苏杰生多次谈及莫迪总理提出的“未来 25年使印度成为全球

主要大国的愿景”。[4] 二是自封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莫迪政府称，

印度可在广阔的“全球南方”舞台上施展拳脚，走有别于中美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 G20 峰会轮值主席国能“为印度提供一个窗口，代表全球南方承担和平

[1]　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pp.37-39. 
[2]　Manjeet Negi, “India doesn’t Believe World Order Where Few Considered Superior: Rajnath 

Singh,” India Today, November 25, 2022.
[3]　Harsh V. Pant and Sameer Patil, “India’s G-20 Presidency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ORF, November 26, 2022,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s-g-20-presidency-is-a-golden-
opportunity.

[4]　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p.93; Shishir Gupta, “What 
India’s Muscular Foreign Policy Means for the World,” Hindustan Times, June 10, 2023.

通过战争增进权力；在“曼荼罗”（同心圆）世界体系中，大鱼吃小鱼，强

者胜弱者，潜在“征服者”渴望开疆辟土，国家之间存在敌对、友好、中间、

中立四种关系状态，并受地理位置、实力对比和战略意图影响；邻国是天然

敌人，邻国的邻国则是潜在盟友，各国可对外执行媾和、作战、静待、备战、

结盟及两面（与一方媾和并与另一方作战）政策。苏杰生称，近年来全球战

略环境正发生重大变迁，在一个亦敌亦友、力量均势、价值观冲突的多极世界，

印度须强调“印度优先”，摒弃早期“政治浪漫主义”路线，转以“更加积极、

冒险、富有创造力的现实主义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印度已跻身世界主要经

济体之列，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也更加显著，它应该重新审视不结盟传统，“向

考底利耶式的现实政治转变，展现决心和责任感，强调联盟（Sama）、补偿

（Dana）、武力（Danda）和欺骗（Bheda）作为应对政治挑战的方式的重要

性”；[1]“在一个更加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世界里，各国均按本国需要行事，

印度不能让其他国家对其政策选择行使否决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印度保持

谦逊的全球形象会得到那些本质上渴望实力的政治实体的回报；现实主义将

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合作伙伴之间也会始终力争更好的交易条件”。[2] 在“考

底利耶主义”影响下，莫迪政府奉行“实力至上、大国均势”外交，强调印

度要用好全球战略环境，清晰认识、有效主张自己的利益，以不同策略与不

同对象国打交道，“结交美国，管控中国，培养欧洲，安抚俄罗斯，引入日本，

吸引邻国，拓展周边，拓宽支持印度的传统群体”，“积极承担全球责任，

展示印度独特个性”。[3]

（三）利用中美战略博弈和“平行秩序”，为印度崛起营造有利的腾挪

空间与集体安全网络

苏杰生称，中美摩擦对抗将把世界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两国将打造“两

[1]　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2020, p.56. 

[2]　Ibid., pp.33-34. 
[3]　Ibid.,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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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团”（RSS）“仇巴（基斯坦）反华”意识形态影响。2020 年后，印

度朝野政治势力同步淡化巴基斯坦对印度威胁感，转向煽动民意聚焦反华，

频频围绕涉华问题作文章。一是鼓噪中国系印度国家安全“头号安全威胁”。

2020 年后，印度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战略自主的最大威胁”，并加速向中

印边界方向调配军事部署和战略资源。二是宣称中国是印度崛起“最大外部

阻力”。莫迪政府宣称，过去三十年印度安全状况逐渐恶化，与中国实力对

比落于下风，未来较长时期内，印度外交政策须聚焦如何“确保印度不受中

国强势崛起带来的力量投射的影响”。三是研判中国是印度全球影响力的竞

争者。为了凸显印度作为国际秩序重塑的“领导性力量”，莫迪政府高举“基

于规则的、透明的、有改革的多边主义”大旗，对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小多边机制热情明显减退，不愿让中国在任何多边机制里“出风头”的心

态突出，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东亚峰会、G20 峰会等平台上策

应美西方立场，对与其共推多边机制建设兴趣明显增强，竭力防范“多边机

制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助推器”。[1] 四是自视为美西方搞“对华替代”战略

的“理想选择”。莫迪政府拟借所谓“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补贴国内

制造业，伺机从西方对华日益增长的疑虑中渔利，最终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供

链中的位置。印度经济智库“梵门阁”（Gateway House）负责人宣称，“全

球制造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印度推进与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国家伙伴关系，

攸关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韧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拥有强

大经济和技术实力，印度可成为新的全球政策工具及可持续制造和服务行业

方案的良好测试市场”，亦可成为“三国对抗中国地区冒险主义”的平台。[2]

（二）对华政策投机性及冒险性突出，日益鼓噪中印“脱钩断链”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与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勃兴的叠加作用下，莫

[1]　胡仕胜：《印度对多边机制的心态明显生变》，《环球时报》2020 年 12 月 15 日。

[2]　Manjeet Kripalani and Michael Mandel, “A New World for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ateway House: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 July 30, 2020, https://www.gatewayhouse.in/
new-world-india-u-s/.

缔造者责任”，并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1] 三是自诩为“全球南方”

与“全球西方”的联络员。苏杰生专门为印度制造了一个“兼具西方国家、

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大国（Southwest Power）”形象，声称印度能调和这两

大集团矛盾。[2] 苏杰生声称，基于天生的多元主义，印度有在民族主义与全

球参与之间实现和解的传统，印度民族主义并非由“受害者心态”驱动，印

度有潜力成为“既存秩序和新兴秩序之间的桥梁”。[3] 四是自视为南亚次大

陆霸主和“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长期以来，印度赤裸裸地奉行“门罗主义”，

把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视为本国“禁脔”，以“印度洋主人”及多版“印太战略”

最大公约数自居，宣称外部势力进入需征得印度“同意”，尊重印度在印度

洋的“特殊安全关切”。

二、中印关系的嬗变与走势

加勒万河谷事件是近年来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的必然后果，也

是中印关系朝负面方向嬗变的顶点。此后，印度进一步调整对华战略和政策，

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祭出“全政府”“全领域”的报复性、对抗性、

脱钩性政策，加剧中印关系“合作效应递减、竞争博弈加剧、持续漂移变形”

的危险趋势。

（一）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度崛起进程“最大外部阻力”

长期以来，印度的大国梦始终笼罩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即中国是印

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也是其大国地位的竞争者或超越对象，同时还

是影响其崛起的关键外因。[4] 印度人民党政府本就深受其母体组织“国民志

[1]　Sujan R Chinoy, “G20 Presidency: An Opportunity for India to Assume Leadership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7, 2022.

[2]　“How India Can Act as a Global Bridge,” ORF, July 21, 2020, https://www.orfonline.org/
research/how-india-can-act-as-a-global-bridge.

[3]　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p.102. 
[4]　蓝建学：《印度大国梦中的中国情结》，《当代亚太》2004年第 12期，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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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束缚，必须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秩序中便宜行事，要避免过于审慎，要有冒

险精神，在冒险中获取高回报。[1]2020 年 4—5 月，在新冠疫情仍持续威胁

世界各国的背景下，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军第三步兵师违反中印双方协定，

在什约克河搭建简易桥梁，企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

国领土构筑工事、设置障碍，谋求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最终导致双方

重大人员伤亡。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进一步强化对中印边境地区的争控

力度。印度外交部在“莫迪政府执政九年外交成果特别简报”中透露，2014

年莫迪上台前印度边境基础设施平均预算尚不足 400 亿卢比，目前预算已猛

增至1400亿卢比，无论边境道路、隧道、桥梁建设，还是印军军事装备方面，

“预算都涨了两倍、三倍甚至四倍”。[2]

在加勒万河谷事件和新冠疫情阻隔效应共同催化下，印度政府在经贸投

资方面接连出台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政客和媒体鼓吹与中国“脱钩断链”。

莫迪政府一方面鼓动西方跨国公司从中国向印度转移产能，另一方面极力泛

化中印经贸合作中的安全因素，提出“印度制造”“自力更生运动”“产业替代”

等多项“去中国化”倡议与经济策略。[3] 一是“数字打压”中国。印度政府

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旗号，封杀数百款中国应用程序，刻意拖延对小米、

OPPO 等中国品牌手机零部件审批流程，罚没小米等中资公司巨额资产。二是

限制中国投资和设备。印度政府出台歧视中国投资的外资政策，对中国太阳

能电池设备征收基本关税，还借“内部指导”要求印度国营电信企业拒用中

国设备，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三是抵制中国商品和

服务。印度借所谓“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围追堵截。四是刻意阻

[1]　S Jaishankar, “Beyond the Delhi Dogma: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25, 2019; C.Raja Mohan, “Beyond Non-alignment: S Jaishankar’s 
Reflections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ISAS Insight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vember 
25, 2019.

[2]　“Transcript of Special Briefing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on 9 years of Modi Government,”  
June 9, 2023, https://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49/Media_Briefings.

[3]　苑基荣：《印度转向领导型大国外交？》，《环球时报》2022 年 12 月 1 日。	

迪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对华秉持“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理念，对华政策的

机会主义色彩非常强烈。2014 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接连在中

印边界、涉藏、涉台、南海、中巴经济走廊等问题上挑战中方利益和关切。

2017 年洞朗对峙事件标志莫迪政府“怼华战略”达到新顶点。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2017年8月，印度退役上校、军事分析人士舒克拉（Ajai Shukla）就“颇

具预见性”地预测称，“洞朗对峙期间中印边防部队虽配有枪支但都没开火，

但双方不能指望此类克制一直保持，早晚有些士兵会因受伤或身体冲撞开枪

打死或打伤对方士兵，造成事态升级”。[1]2020 年 6 月起，印度在加勒万河

谷、班公湖南北两岸等中印边境地区发起与中方军事对峙，导致两国边防部

队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加勒万河谷事态发展与舒克拉上校的“预测”如出一辙，

本质上是印度军政势力自认为在洞朗对峙中“初尝甜头”、企图复制类似对

峙的必然后果。

从事后分析可以发现，加勒万河谷事件系印度政府依据本国、地区及国

际形势新变化采取的冒险动作，其根源是印度始终未放弃对华争控领土的“前

进政策”。2019 年 5 月，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中获得一边倒胜

利，此后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险中求胜”取向更甚。2019 年 8 月，在中国

香港地区发生暴乱冲突事件时，印度政府铤而走险，将原来所谓“查谟和克

什米尔邦”拆分成“查谟和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前者引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尖锐对峙，后者则激化了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

与此同时，印度与尼泊尔之间也爆发领土争端，导致尼印关系创新低。2019

年 11 月，苏杰生总结印度独立后七十多年外交的经验与教训时称，印度外交

政策话语的传统弱点是“形式和过程往往被认为比结果更为重要”，而莫迪

政府带来的外交创新是“挑战传统的做法和静态的叙述”；由于承担风险是

外交固有方面，低风险外交政策只会带来有限回报，因此印度外交不能被教

[1]　Ajai Shukla, “Doklam Stand-off: We are Human Too, India and China have to Start Talking 
and Stop Using Us Soldiers as Cannon Fodde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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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关系，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大工程。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高级顾问马基

认为，从美国角度看，华盛顿将印度视为“在日益由美中竞争定义的世界秩

序中的一个战略摇摆国”，双方“一拍即合”，“印度存在的人权问题退居

地缘政治考量之后”。[1]

印度在军事防务方面加速与美国捆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准军事盟

友。尽管对美国犹存戒备猜忌，但印度军政部门权衡利弊，逐渐以牵制甚至

遏制中国为“战略优先”，在安全、防务、战略领域加速亲美。2002 年印美

签署《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GSOMIA)，成为两国深入展开军事合作的起

点。2016 年两国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在基地共享、武

器装备生产、联合军演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2018 年印美签署了《通讯兼容

与安全协议》（COMCASA），为美国向印度出口通讯安全和数据设备搭建法律

框架，有力提高两国在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控和侦察相关的

实时数据共享水平。2020 年 10 月，印美军事关系再获突破，两国签署了《地

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允许双方交换高度机密地理空

间情报，打开印美全面军事合作大门。为推动更广泛的“军事互操作性”，

印度还参与运作了“美日印澳 +”一系列军事演习，包括与加拿大的“海龙”

演习、与法国“拉彼鲁兹”联合军演等。通过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

国等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印度可以超越自身经济和军

事实力的局限性，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2]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3 年 6

月印美公布两国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美国有意“将印度打造成更接近一个

令人畏惧的盟友的国家”。[3] 美国驻印度使馆发布声明称，该路线图意在改

变印美防务部门合作“范式”，将在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

[1]　Rhea Mogul, “How Modi Went from being Banned to Embra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NN, June 20,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6/20/india/india-narendra-modi-united-states-
white-house-visit-intl-hnk/index.html.

[2]　Brahma Chellaney, “The Quad: Hype vs Reality,” India Today, March 21, 2021.
[3]　Alex Travelli and Mujib Mashal, “One Accomplishment of Modi’s Visit? Greater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he U.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23.

滞两国人文交流，对华发动舆论战。印度外交部长期无理打压中国媒体记者，

教育部门审查孔子学院等中印教育合作项目。“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发布

报告称，总部在新德里的“斯里瓦斯塔瓦集团”以日内瓦、布鲁塞尔为基地，

遥控全球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50 家虚假媒体、冒牌智库及虚构 NGO，借由

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洗白，大肆散播诋毁中国、巴基斯坦的虚假信息。[1]

五是操弄涉藏、涉台等中国核心关切问题，挑拨中国与尼泊尔、不丹、斯里

兰卡等近邻关系，极力抹黑“一带一路”等中国合作倡议。印度上述动作意

在迫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将后加勒万时代的中印关系恢复到印度所界

定的“现状”，必将对印度自身利益和中印关系长远发展产生难以评估的反

噬效应。

（三）加紧与美国战略捆绑，联手牵制乃至遏制中国态势凸显

近年来印度外交政策调整最明显的部分体现在印美关系层面。印度学者

斯瓦兰·辛格认为，“中国崛起使印度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中主张

维持现状的大国的首选伙伴。这为印度打开了技术转让和防务合作的大门，

使印度成为凸显对抗中国能力的唯一中方邻国”。[2]

在美国全力对华打压遏制背景下，印度自认为处于战略机遇期，着手以

“深耕美国、管控中国”为大国战略核心，主动迎合美国遏华战略诉求。苏

杰生宣称，印美关系是印度与西方整体关系的核心，印度历史上从未以反西

方情绪进行国内动员，其在“自由民主政体、治理实践、市场化和法治化方面”

与西方多有共同之处，彼此利益日渐趋同；印度和西方均应融入彼此世界蓝

图中，并将印度实力增长视为符合西方更大利益的战略机遇。印度前国家安

全顾问梅农亦认为，印度正试图为自身转型创造有利环境，如果没有与美国

[1]　Gary Machado and Alexandre Alaphilippe, “Bad Sources: How Indian News Agency 
ANI Quoted Sources that do not Exist,” EU Disinfo Lab, Februrary 23, 2023; Abid Hussain & Shruti 
Menon, “The Dead Professor and the Vast Pro-India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BBC, December 10, 
2020.

[2]　Tom O’Connor, “Why India, China’s Bitter Foe, Won’t Become a U.S. Ally,” Newsweek, 
April 11, 2023. 

https://www.disinfo.eu/publications/bad-sources-how-indian-news-agency-ani-quoted-sources-that-do-not-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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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等领域加快技术合作和共同生产。[1]

印美协调推进在经济技术层面“去中国化”倡议。美西方着力扶持印度

在基础设施与传统产业领域的“对华替代”能力，兜售印美“关键与新兴技

术倡议”(iCET)、日澳印“韧性供应链倡议”等，试图从压制中国、转投印

度两个维度，同时削弱“中国制造”优势和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地位。印

度积极策应甚至借势夸大美西方“去中国化”倡议，意在借力架空以中国为

核心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最终取代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生产供应领

域的中枢地位。印度前驻华大使康特称，尽管印度认为中国发展无法遏制，

亦无意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但更倾向于针对中国采取某种“去风险化”战略，

“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开展合作将成为并实际上已成为该政策重要组

成部分”。[2]

未来，美国将继续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印度亦将进一步迎合美国相关

动作，印美在涉华战略层面将不断相互强化。这一趋势将持续怂恿印度对华

冒险示强、抬高要价倾向，增加中印管控分歧难度，甚至固化、锁定中印关

系长期对抗状态。部分印度政策精英甚至将中印“适度紧张”视为深化印度

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战略合作的润滑剂，希望维持中印关系“适度紧张”状

态。[3] 随着美国逐渐渗透印度战略文化及对外决策，印度的战略自主能力将

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长远看，印度或将不断“日本化”“英国化”，对亚

太地区战略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四）中印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动能明显衰减

中印曾在不结盟运动、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新兴经

济体抱团取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对标”“对表”，多边舞台合作

[1]　“US, India Agree Roadmap for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 Reuters, June 5, 2023.
[2]　Tom O’Connor, “Why India, China’s Bitter Foe, Won’t Become a U.S. Ally”.
[3]　胡仕胜：《如何看待中国，检验印度大国心态》，环球网，2023 年 2 月 9 日，https://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BcoKBSEDdP。

一度是中印关系的亮点和增长点。但近年来，印度刻意在地区及全球治理、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突出与中方分歧，意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阵营中排挤

出去，在安理会改革、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等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激烈交锋。近

年来，在上合峰会、金砖峰会上，印度与中国“互别苗头”更趋凸显，甚至

不惜从内部让上合、金砖两大合作机制“失能”“失效”。从根源上看，中

印双方发展落差的不断拉大导致两国身份认同差异不断扩大，继而导致两国

利益诉求分歧日趋明显，使得中印双方多边合作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上

开展多边合作的基础日益遭受侵蚀。[1] 从大势看，随着中印关系竞争性趋于

突出，印度加快向美西方靠拢，多边机制及全球治理领域对中印关系的加分

润滑作用势必逐渐递减。

三、中印应积极探索新时期两国相处之道

印度主动寻求对华“对冲、对抗、对等”战略取向已渐趋常态化，成为

中国“非主要战略方向”上的重大干扰因素。印度既是少有能与中国体量、

级别相提并论的新兴大国，又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地缘战略结构性矛盾

的邻国；印度不时在双多边场合中与中国保留合作，又在战略上视中国为“头

号安全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印度既想加力借助美西方之手防范中国扩大

影响力，又不甘放弃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多头谋利的传统外交优势。未来，

中国将经历一个“重新发现印度”的过程，要摒弃对印度刻板印象和思维窠臼，

对长期以来对印度战略思维及方针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尽管中印关系属性多重、竞合并存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但中印关

系已然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两国关系内涵与外延均发生质变，支撑中印关系

向前发展的原有基础性条件、推进双边合作的内在动力均已明显弱化。中印

[1]　胡仕胜：《印度对多边机制的心态明显生变》，环球网，2020 年 12 月 15 日，https://3w.
huanqiu.com/a/de583b/416gifQa6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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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更易受到第三方因素干扰甚至颠覆性破坏，双边关系的波动性和脆弱性

更加突出。随着两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双方利益重叠与摩擦博弈增多在所

难免，在能源资源、市场、制度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竞争亦将如影随形。尽管

如此，中印都是高度强调战略自主的非西方大国，都把 21 世纪前 50 年看作

实现本国民族复兴、实现“百年梦想”的战略机遇期，都有稳定管控两国关系、

维持正常经贸投资合作与外交互动的内在需求，在维护总体稳定且可预期的

国际秩序、塑造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全球战略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犹存。鉴于此，

中印需探索新时期互动的新模式，在竞争博弈一面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维持

或发掘共同或共享利益，拓展友好合作与敌意对抗之间的战略模糊空间。

（一）重温初心，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中印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一致同意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们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适用于处理中国同周边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随后发

展为不同性质国家交往的普遍原则，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

的基本准则，从而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世界影响力。[1] 在中印关系

复杂性、挑战性增加时，两国曾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指导两国关

系的价值更加突出。

关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曾提出“平

行作业”思路，即在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开展其他合作，为此拉·甘地

提出建立有关小组的建议，最后双方商定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

及经贸、科技等其他联合工作小组。[2] 尽管拉·甘地访问结束时中印发表的

[1]　罗建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学习时报》2022年 7月 8日，

第 7版。

[2]　吕聪敏：《从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简述 20 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观

察与思考》2009 年第 11 期，第 47 页。

联合新闻公报中未使用中方提出的“互谅互让”措辞 ,“不过拉·甘地与中

方会晤时同意将此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之一 , 但希望不写入公报 , 以便

他回国后做议员和党派的工作，形成广泛共识”。[1] 拉·甘地访华既是中印

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启两国关系进程中的新起点，重温此访中的史

实有助于两国把边界争端放在双边整体关系中的恰当位置。

（二）共同演进，在和平竞赛中实现战略稳定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奉行“共同演进”（co-

evolution）的相处之道，“追求各自国内的紧迫任务，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

作，调整双边关系以实现冲突最小化”。[2]2012 年，基辛格明确称中美关系

最合适的标签与其说是“伙伴”，不如说是“共同演进”；双方根据自身逻

辑执行各自政策，各自政策并存；“共同演进”的基础不是法律共识，而是

两国执行共存政策的事实；两国关系应从危机管理转向界定共同目标，从战

略矛盾的解决转向战略矛盾的避免。[3] 董云裳亦认为，21 世纪国家力量主要

来自“经济活力、社会团结、调整能力以及治理的灵活性，而非仅仅来自地

缘优势或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路线图应是“共同演进”，共同规避“修昔

底德陷阱”。[4] 尽管中印关系与中美关系有不同的性质和状态，但“共同演进”

思路对处理新时期中印关系也有一定启发。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 10 亿人口

级别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印两国势将“双雄并立”、长期战

略共存，外部势力亦很难阻断两国崛起或复兴进程；两国只能长期和平竞赛，

在相互磨合中不断认识对方和调整自己，务实接受对方发展壮大，在共同演

进过程中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1]　吕聪敏：《从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简述20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第47页。

[2]　Vincent Ni, “US and China: From Co-Evolution to Decoupling,” Yale Global Online, December 
11, 2018.

[3]　宰飞：《基辛格：中美关系应“共同演进”》，新华网，2012 年 5 月 4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5/04/c_123075852.htm。

[4]　冯黛梅：《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同演进”路线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3 月 8 日，第 16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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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务实合作，绑牢经贸投资利益纽带

加勒万河谷事件后，莫迪政府虽视中国为“严重安全威胁”，但基于经

济利益考量难以公开承认边界上所谓的“中国挑战”。以印度 2021—2022 财

年为例，中国对印度出口占其进口总额的15.4%，但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8%，

如果新德里对华搞经济制裁，它将面临比北京更大的损失。[1] 印度经济成长

部分受益于中国质优廉价的产品和服务。印度战略利益与商界利益越来越不

匹配，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印度政府内部也明显缺乏共识。与印度国防

部或外交部相比，印度商务部、铁道部、科技部因经济利益不愿破坏与中国

的关系。[2] 根据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IIFT）报告，2020 年以来，除钢铁行

业以外，印度所有行业自中国进口量均实现增长，而这实际上显著提振了无

机化学品、药品等印度关键行业的出口。[3] 尽管印度政府在搞所谓的“对华

脱钩”“去风险化”动作，但经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仍将是中印关系的压

舱石，也是绑牢两国利益关系的关键纽带。

（四）畅通渠道，维持战略沟通，防范误判与擦枪走火

近几年，印度一些政客不断重复“如果边境争端不解决、中印关系回不

到从前”的逻辑，人为干扰两国之间基本的正常交往，实质上是企图用边界

问题绑架中印关系。这种做法既不可能达成印方的目标，也令印度政府陷入

骑虎难下、难以自拔的境地，还容易诱发印方危险的战略误判。当前中印关

系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回到从前”，而在于能否顺畅沟通管控分歧。越是在

双边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越要加强沟通，共同防范关

系“随波逐流”。冷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表明，高层战略沟通是稳定两国关

系的利器，两国各层级官员之间需维持最基本的正常交流，两国军方亦需保

[1]　Tom O’Connor, “Why India, China’s Bitter Foe, Won’t Become a U.S. Ally”.
[2]　Happymon Jacob, “Why India Downplays China’s Border Threat,” Foreign Policy, April 

4, 2023. 
[3]　Kunal Purohit, “India’s Bid for Self-reliance Takes a Hit as Chinese Goods Found to be 

Critical across Industr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2, 2023.

持高质量的定期对话。

（五）面向未来，重振文明对话，培育社会联系网络

由于历史背景特殊和相互了解欠缺，中印关系极易受到媒体和公众舆论

的左右。情绪性波动是中印关系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新兴媒体迅猛

扩张、幂级多点互动的信息大爆炸背景下，参与和塑造中印关系的利益攸关

方和行为体更加多元，中印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民间感情更容易发生逆转。要

从根本上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轨道，构建新时期的“中印互

动模式”，离不开两国相对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准确评估对方言行的思维

习惯。中印人文交流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即

便在两国关系严重受挫时，双边人文往来都未曾中断。两国应有魄力携手展

示东方文明与文化魅力，打造平等、双向、互惠的两国社会联系网络，在深

厚人文交流基础上重构稳健可靠的战略互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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